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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连良，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琦，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１３００１２。

①在《传习录（下）》、《王阳明年谱》、《龙溪王先生全集》之《天泉证道记》、王畿所著《钱绪山行状》、《龙溪王先生会语》之

《东游问答》和邹守益所著《青原赠处》这六种文献材料中都有对“天泉证道”事件的记载。陈来和方祖猷等学者对上述史料

都有详细考证。如陈来认为：“按《传习录》、《钱绪山行状》分别为钱、王二氏所记，其中不免各有所偏，但二子为天泉证道当

事之人，故此两条记述甚为可贵。而《年谱》所载述者，为钱、王所共同肯认，其价值为最高。《天泉证道记》为龙溪门人将龙溪

平日会语、文字中关于四句教法者纂合而成，并非出于龙溪之手；其中录自绪山行状者应还诸行状，而取自《东游问答》等篇

者，皆非天泉证道的记述，不可信用，不得作为天泉证道的史料，只能作为研究王龙溪个人对四句教理解的资料来用。”（陈来：

《〈天泉证道纪〉之史料价值》，《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年，５８８ 页）。方祖猷则认为：“《传习录》与

《阳明年谱》，是王门的权威性经典著作，对天泉证道记的记载，在主要内容上基本相同”（方祖猷：《天泉证道·严滩问答·南

浦请益—有关王阳明晚年宗说的三件大事》，《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根据陈来与方祖猷先生的考

证，本文选取可信度相对较高的《传习录》中有关“天泉证道”事件的记载作为引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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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专题

论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
逻辑环节及其研究的方法论缺陷

———以王门“四句教”为核心的考察

张连良　 陈　 琦

［摘　 要］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的教法。但此教法一经提出，便引发旧时代学者对这一思想
的不同理解和诸多纷争。当代新儒家学者刘述先以“两行之理”为理论预设对“四句教”以及这些纷

争予以阐释和裁定，并在此基础上将“四句教”定位为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乃至宋明理学思想的总结。

这样的定位是不合理的。因为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和终极宗旨是“致良知”方法论原则思想，这是理

解这一问题的关键。理解了这一点，不仅能为解决“四句教”问题之争以及评价刘述先的思想得失提

供理论依据，而且对把握阳明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以及解决“合理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观念

何以可能”的“哲学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王阳明；四句教；逻辑定位；三位一体性；致良知

引言：问题的提出

“四句教”是王阳明的晚年教法。嘉靖六年（１５２７），王阳明在出发平息广西思田农民起义前，与
弟子钱德洪、王畿二人在天泉桥上讲学讨论，史称“天泉证道”①。在这次论道中，他提出了“四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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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①但此教法一

经提出，便引发钱、王二人的不同理解，而由此所衍生出的一系列涉及阳明心学与佛老之学、阳明后

学思想分化与王学流弊产生等诸多问题的论争，更使这一思想成为当代阳明学研究无法回避的焦点

问题之一。基于此，许多当代学者在研究阳明哲学思想时，都曾从不同的问题视角去阐释“四句教”

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他们对于“四句教”问题之争的解决方案。然而，虽然这些学者们各自所提出的关

于这一思想的理论诠释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和学术价值，但也具有一个共同的局限，即都没有从构成

“四句教”的方法论原则问题的研究视角下来对这一思想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争论予以理解和考察。

就“四句教”问题而言，无论是这一思想内容本身还是旧时代学者之间由这一思想所衍生出来的一系

列理论诠释观点，都是围绕着这一思想中“心”、“意”、“知”、“物”四者相互关系以及这四者的“善”、

“恶”和“有”、“无”而进行的具体规定和知性分析，所以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即都同属于和

“四句教”问题有关的同一层面上的知性分析的具体观念。同一层面上的这些不同具体观念，只具有

差别义，却不具有否定义。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讲，这一思想与围绕它所展开的理论诠释作为不同的

具体观念皆为独断，也都不具有价值性上的优先性。真正具有价值优先性的思想，应该是更高层面

意义上的能保证“四句教”这样的具体观念之为合理性观念的方法论原则思想，在阳明的哲学思想体

系中，这一方法论原则即为其所提出的核心思想和终极宗旨———“致良知”。

然而遗憾的是，对于阳明哲学思想体系中实际存在着的这一保证“四句教”之为合理性具体观念

的“致良知”方法论原则所探讨的内容，不仅陷入“四句教”问题之争的旧时代学者没能充分把握和

理解，即便是一些在当代阳明学研究视野下把握“四句教”以及解决“四句教”问题之争的学者们对

此也没有给予充分挖掘。在这些当代学者的理论阐释中，这一方法论原则或者被忽视，或者被等同

于“四句教”这一具体观念，而这种忽视或者问题层次的混淆不仅会使“四句教”以及由此所引发的

争论失去了一个客观性的阐释标准和依据，而且也会导致阳明哲学思想中真正具有价值性的核心理

论资源———“致良知”方法论原则思想在解决“合理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观念何以可能”的“哲学问

题”上的重要意义受到遮蔽。关于这一点，在新儒家学者刘述先先生以“内在”（经验层）与“超越”

（形上层）同时兼顾的“两行之理”来阐释“四句教”并以之为阳明哲学思想最后定见的学术观点中就

有所体现。刘先生通过对钱德洪、黄宗羲两位旧时代学者有关阳明思想后三变的不同划分观点以及

各自观点成因的分析，提出黄宗羲不以“致良知”为阳明思想后三变中的最后一变的真正原因是在于

他与其师刘宗周都将由王畿“四无”说所引发的王学流弊部分归因为“致良知”教本身存在“因病立

方，时时权实互用”②的弊病，因而欲以刘宗周“慎独诚意”教取代“致良知”教以救王学之弊。但是，

刘先生却认为“致良知”教本身“顿悟渐修两边兼顾，本质上并无问题”③。由此，他从“两行之理”的

理论预设出发将“致良知”教中的“四句教”定位为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并认为这一思想“从一个意

义上说，不只是对他自己思想之一总结，也是对宋明理学之一总结。”④应该说，在对黄宗羲改写阳明

思想最后一变的动因问题的考察上，刘先生的学术发现是极具理论价值的。但是，对于刘先生从“两

行之理”的理论预设出发来理解“四句教”并以之为评价上述几位学者在“四句教”问题之争中的理

论得失的标准，笔者却持不同意见，而对其在此基础上将“四句教”定位为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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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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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钱明编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吴光覆校，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２８ 页。
刘宗周在论及阳明后学偏离其师思想的原因时说：“则后之学先生者从可知己，不学其所悟，而学其所悔，舍天理而求良

知……间尝求其故而不得意者，先生因病立方，时时权实互用，后人不得其解，未免转增离歧乎。”（刘宗周：《刘子全书及遗

编》，京都：中文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１１１９ 页。）
刘述先：《论王阳明的最后定见》，《阳明学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５ 页。
刘述先说：“近年来我把‘两行之理’的观念用于儒家思想的阐释之中，盖‘超越’（形上层）为一行，‘内在’（经验层）为一

行，必兼顾两行，道通为一，始能把握宋明理学畅发之奥旨。”（参见刘述先：《论王阳明的最后定见》，《阳明学综论》，第 １３页。）



这一思想认定为是对宋明理学的总结的观点，笔者更是不能苟同。因此，笔者试图在对“四句教”中

所表达的“致良知”思想的三位一体性内在逻辑和精神实质有所揭示的基础之上，对上述几位旧时代

学者以及刘述先先生在“四句教”问题中的相关观点以及他们各自的理论得失予以呈现和说明。

一、“四句教”所表达的“致良知”思想

“四句教”思想的建立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心之体即性，性即理也”①，简称“心即理”。正

是站在“心即理”的心学立场上，王阳明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宇宙实体的明证性本心的反思前提下

确立起了一个作为“天下之大本”②的良知本体，并由此展开了明证性基础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修

养论三位一体性的哲学探讨。那么，这一良知本体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呢？

在这里，王阳明实际上首先确立了一个将宇宙内在统一性看作“一个人”的内在统一性的基本哲

学前提，整个宇宙就是“一个人”的存在的能动统一体，万事万物的无限丰富性和多样性都是这一能

动统一体自身自我发展和完成的“事”。这“一个人”也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的“大人”，“大

人”即为圣人。那么，何为“大人”？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

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③而这种对“大人”或者说圣人所做出的“以天地万

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的统一性理解是一种私人的主观性认定还是客观性

理解呢？王阳明认为，这一理解乃是根源于宇宙“存在”自身的客观性，而不是源自我们私人欲望和

成见的主观性。人皆有本心之仁，“大人”能自觉地以天地万物一体的本心之仁为根据而自我发展和

完成。所以他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

也。”④这一客观性的“心之仁本”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大人”所固有的本心，而这一客观性的天地

万物一体之仁的“心之仁本”之所以为宇宙万物所固有，是因其根源于客观实在的天命之性，这天命

之性自然而然地发显出来的就是“理”，这天命之性自然而然地将“理”发显出来的“生生之创造”的

客观性活动过程便是“仁”。因此王阳明说：“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如

今已死的人，那一团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

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⑤

那么，如何在我们的意识中确证和澄明这“理”的客观实在性呢？通过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心

乍见⑥来澄明和确证。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心乍见是心之用所自然呈现出的“知”，是在人的意识

中所自然呈现出的一种判断、知觉和情感。而王阳明又说：“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原不动，

理原不动”⑦，心之本体即是本心，即是天命之性，而乍见之“知”又是本心的自然呈现，那么，本心乍

见之“知”也就是根源于天命之性的。而“理”又是客观性的天道本体、天命之性自然而然的呈现，那

么也就确立起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心乍见所呈现出的就是天命之性，就是作为本体的“天理”。

而天理本体之所以需要本心乍见来确立，是因为天理本体是孔子所谓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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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钱明编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吴光覆校，２０１１ 年，第 ４２ 页。
阳明说：“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人孰无是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

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

也。”（王守仁：《书朱守乾卷》，《王阳明全集》卷五，第 ２９７ 页。）
④王守仁：《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五，第 １０１５、１０１５ 页。
⑦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五，第 ３９、１０ 页。
“乍见”一词见于《孟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

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孟子译注》（上册），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年，第 ７９ 页）。在孟子这里，所谓的
“乍见”指的就是人的本心自然呈现出来的一种判断、知觉和情感，是人本有的认知机能自然而发的最接近对象的“知”。



生焉，天何言哉”①的那个客观统一性的宇宙内在形而上学的实体意义上的本体。这一实体意义上

的天理本体作为万事万物的客观性根据，乃是一个自然天成的非对象性的自在存在，因此也就需要

通过本心的自然乍见来反思和确立起自身的客观实在性，由此这天理本体昭灵不昧地自我确立和完

成也就变成了理性意义上的对自身所产生的知识判断———“良知”。“良知”就是天理本体自觉呈现

的状态，是其自觉确立起来的本体。天理本体由万物一体之仁的本心乍见确立起了自身的客观实在

性，进而再确立起了良知本体。因此这一良知本体与本心乍见之“知”有所不同，本心乍见之“知”是

天理自然而然呈现出的一种知觉、情感和判断，而良知本体则是天理本体通过本心乍见之“知”所自

觉确立起来的以语言为平台的主客合一的思想体系，即外在的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而语言作为概

念则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所以“良知”的外在形式由“心”的主观能动性所赋予，而其实质内容则是

由那个客观性的宇宙实体意义上的天理本体所赋予，以语言为平台的良知本体是由宇宙内在形而上

学实体意义上的天理本体的客观性与“心”的主观能动性所赋予和规定的一个主客合一体。因此，当

王阳明确立起良知本体时，其背后的支撑点实际上是那个客观统一性的宇宙实体意义上的本体———

“天理”，而良知本体则是对这天理的知识形态、语言形态的表达。这一由天理本体自觉确立起来的

良知本体的自我展现和完成，也就是天理本体昭灵不昧地自我澄明和实现，即为“穷理”。

那又如何实现“穷理”呢？通过去除人的私欲而成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大人”或者说圣人来实现。

所以王阳明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我之欲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

天理而无人欲耳。”②天理是凡人与圣人之心所同俱的，所以圣人与凡人的区别只在于能否实现“穷理”从而

使这人人心中同俱的天理得以彰显和完成。圣人能使“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而凡人则因私欲而使

吾心天理被遮蔽。因此，只有去除私心、私欲才能实现“穷理”，也才能成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大人”。

去除私欲从而使吾心天理得以彰显和完成是通过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中彰显和

完成的。所以王阳明说：“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

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

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

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③又说“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故

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④。在这里，王阳明将“穷理”规定为确立天理本体之“体”的环

节，将“格致诚正”规定为“穷理以尽性”的达于天理本体之“用”的环节，将二者的关系规定为“故言

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那么，这种对“穷理”、“格致诚正”以及二者相互关系所做出的规

定是源自王阳明私人的主观性还是天理本体自身逻辑展现的客观性呢？王阳明认为，它是客观的。

“穷理”是在意识中确立起“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理本体的客观实在性，而“格致诚正”则是这一客

观实在的天理本体的具体存在方式和呈现。因此，既然我们在意识中对天理本体的把握和确证是根

源于宇宙实体自身“存在”的客观性，那么作为天理本体之用的“格致诚正”也就是客观的，“穷理”与

“格致诚正”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天理本体自身的体用关系。作为本体的“天理”必在其用中存在，以其

用为其自身的存在方式，离用无体。所以，欲“穷理”，必要“格致诚正”，“格致诚正”就是这天理本体

自我展现的现实性环节，是其与其对象性存在的统一所构成的一“事”，这一“事”也就是日常的道德

伦理实践活动。这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作为本体，都应该按照“大人”的标准去行“格致诚正”之事，在

“格致诚正”中自觉地实现和完成天理本体。没有具体的“格致诚正”的道德修养活动，便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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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

《阳货篇第十七》，《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年，第 １８８ 页。）
王守仁：《示弟立志说》，《王阳明全集》卷七，第 ２７６页。
④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 ８５、５３ ５４ 页。



“穷理”。这也就昭示出只有在具体的生存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和完成天理本体的逻辑必然性和客

观性。如果从知性分析的角度强为之分，那么，“穷理”属知，而“格致诚正”属行，但天理本体是客观

统一的宇宙实体意义上的本体，它原本是不可分的。于是接下来就进入了“穷理”与“格致诚正”的自

觉统一性的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所最终实现和完成的就是一个实有的最高具体性的统一，即为“至

善”。“至善”是“穷理”与“格致诚正”的合题，是实体存在意义上的真实性存在，是“是而是焉，非而

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①的最具体而又最普遍的“个体性”之

“事”。“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②，“然至善者，心之本体也；知至善，惟在于吾心，则求之

有定向。”③既然天理本体通过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心乍见之“知”所自觉确立的本体即为“良知”，

而这一良知本体又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心之本体，那么吾心良知也就是天理，就是“至善”。而所

谓“止至善”，无非就是将吾心良知实现于具体的“格致诚正”的道德实践活动当中，“格致诚正”作为

天理本体的存在方式，无非就是“至善”自然而然地自我呈现，无非就是“良知”的自我澄明和完成。

“穷理”、“格致诚正”、“止至善”的统一如何实现？就在“天理”本体自觉确立的这一良知本体的

自我澄明和完成的过程中实现。这一“天理”本体所自觉确立起来的良知本体自我澄明和完成的客

观性活动过程即为“致良知”。“致良知”实质上并不是个语言存在，它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

宇宙实体自我确立和完成的动态性中的结构性、结构性中的动态性的客观性活动过程，整个宇宙的

万事万物都是这客观统一性的宇宙实体自我展现、自我认识和自我推送至极的“致良知”。王阳明以

“良知”说“穷理”；以“知行合一”说“格致诚正”；以“致良知”说“止至善”，“止至善”是“穷理”与“格

致诚正”的合题，“致良知”也是“良知”与“知行合一”的合题。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致良知”是本

体自我展现和确立的客观性活动过程；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致良知”是本体在昭灵明觉地自我展

现的客观性过程中所自觉确立起来的关于自身的真理性认识；从修养论的角度而言，“致良知”又是

道德修养实践活动的完成。它是本体、自觉与实“行”相统一的三位一体的意义整体性，而这三个环

节就统一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宇宙实体自我实现和完成的过程之中。那么，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

性的“致良知”思想是基于什么样的立场和方式才建构起来的呢？在这个问题上，又是通过什么逻辑

结构将这一“致良知”思想连接成一体的呢？下文重点探讨这一问题。

二、“四句教”：认识“致良知”思想的逻辑环节

在生存论反思的哲学立场上，从“心即理”的宇宙实体的明证性本心的反思前提下所建立起的

“穷理”、“格致诚正”、“止至善”三位一体性的“致良知”思想，既是合理的，也是客观的。它的合理性

就在于它满足了构建形而上学知识之为真理的明证性前提的要求，同时它也是客观的，它的客观性

则来源于宇宙内在形而上学实体意义上的本体“天理”自身逻辑发展的客观性。相反，不知“心即

理”，不以“穷理”、“格致诚正”、“止至善”为统一的思想观念则是不合理的，是独断的。只有理解了

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在对“四句教”与“致良知”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有所明确的基础之上，把

握到构成阳明对这一思想进行评价和探讨的两个前提。实际上，在王阳明这里，他在“四句教”中围

绕着“心”、“意”、“知”、“物”四者的相互关系以及这四者的“善”、“恶”和“有”、“无”所做出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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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说：“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则，而不容有所拟议加损于其间也。”（王守仁：《大学

问》，《王阳明全集》卷五，第 １０１５ 页。）
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五，第 ３ 页。
王守仁：《大学古本旁释》，《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五，第 １８５１ 页。



规定和知性分析并不是一个在总体的知性立场上以知性的思维方式所建立起来的独断性观念，而是

在建构“致良知”思想的生存论反思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论原则的高度上，对“穷理”、“格致诚正”、“止

至善”三位一体的“致良知”本体的意义整体性所进行的知性环节上的规定和说明，是以知性分析的

形式、语言的形式对“销行以入知”的知行分裂所展开的批判和反思，并以此突出强调“格致诚正”之

“行”乃是“穷理”之“知”的实在存在方式的知行合一的知行本质。但是，问题在于无论阳明在“四句

教”中怎样强调知行合一乃是知行本质，这一思想仍然是以知性分裂的形式来说知行合一，它并不能

达到精神实质和存在意义上的合一，所以最终进入“致良知”环节，“致良知”思想的提出，就将“良

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这三个认识上的逻辑环节统一到一个有机整体性当中去了。因此，一

方面，就“四句教”是作为建构三位一体性的“致良知”思想所需的一个认识上的知性分析逻辑环节

的角度而言，它的提出有其合理性和客观必然性，这构成了阳明评价“四句教”的一个前提；但是，另

一方面，就“四句教”仅是在建构“致良知”思想所需的知性环节上对“致良知”本体的意义整体性所

进行的具体规定和说明的角度而言，它自身又具有其非此即彼的知性有限性，因而只有站在建构三

位一体的“致良知”思想的生存论反思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论原则高度上对“四句教”这一知性分析的

具体观念的知性有限性展开认识论反思①才能反思出知性的界限，进而超越知性的界限，实现对这一

具体观念的合理性把握，这构成了阳明评价“四句教”的另一个前提。由此，按照这两个前提，王阳明

对这一思想表现出既肯定又扬弃超越的态度，一方面，他在“天泉证道”中对王畿、钱德洪突出强调

“四句教”的重要性：“已后与人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②，而另一方面，无论如何强调“四句教”

这一知性分析命题的重要性，他都将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旨归自觉地落在了“致良知”三个字上：“吾

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③然而，就根本上说，阳明将一生学术旨归落到“致良知”上的“自

觉”并不是源自他的私人主观性，而是宇宙实体自我逻辑发展和完成的客观性。因为“致良知”实质

上并不是一个语言存在，它就是宇宙实体自我实现的动态性中的结构性、结构性中的动态性的客观

性活动过程，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无限丰富性和发展多样性都是这一实体自我存在、自我认识、自我推

送至极的“致良知”，由此，又何来心、意、知、物以及这四者的有、无的具体规定和知性区分呢？

然而，因为对于“四句教”所表达的“致良知”思想的三位一体的意义整体性以及这一思想与“四

句教”的内在逻辑关系缺乏把握，所以旧时代学者在理解和阐释阳明“四句教”时，就将原本只有在作

为“致良知”思想的知性分析环节上的具体观念才具有其合理性的“四句教”片面化、主观化。这一

点，首先就体现在“天泉证道”中王畿与钱德洪对“四句教”思想的不同理解中。王畿认为：“若说心

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④而钱德洪则认

为：“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

体功夫。”⑤对此，阳明以“四句教”可以同时适用于“直从本源上悟入”的“利根人”和有习心的“中根

以下之人”的解释来对二位弟子的观点予以肯定和调停：“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

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⑥在这里，阳明对这二位弟子

观点的肯定实际上是以他对“四句教”与“致良知”内在逻辑关系的把握为隐含前提条件的。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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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知性观提供了可与阳明心学进行比较的知识类型。黑格尔认为，康德以及康

德以前的传统形而上学独断论都未能解决形而上学之知的真理性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将衡量知识形态形而上学能否建立

的终极标准完全建立在思维与存在二元分裂的知性态度和法则之上。因此，黑格尔超越二元分裂的知性态度和意识，从思存

原始统一性出发去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合理的。但是，黑格尔的本体论的哲学立场，最终导致他的合理性仅是就

其方法和内容来说的合理性，而他的哲学体系的总体立场和性质则是不合理的。他的本体论、认识论的哲学思维方式不能保

证他真正超越思存二元分裂的知性态度和意识。

④⑤⑥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 １２９、１２８、１２８、１２９ 页。
王守仁：《寄正宪男手墨二卷》，《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第 １０３９ 页。



句教”是建构“致良知”思想所需的知性分析环节这一角度而言，“四句教”既包含了如王畿所理解的

针对利根之人所做的具体规定，同时也包含了钱德洪所理解的针对心中良知处于被遮蔽状态的“中

根以下之人”所做的具体规定。然而在王、钱二人提出的有关“四句教”的具体规定的基础之上，还有

使“四句教”作为合理性的具体观念何以可能的最高规定性———客观性的宇宙实体“天理”，而天理

本体即本体即认识即修行的三位一体性的客观性活动过程，也即为“致良知”。因此，王、钱二人有关

“四句教”的理解只有在作为阳明所建构的“致良知”思想的知性分析环节上的具体观念时，才具有

其合理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才要二人“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

然而，对于阳明提出这一思想的本意和苦心，王畿并没有充分理解，所以在“天泉证道”之后，他

在反驳钱德洪以“四句教”为“师门教人之本”时就说：“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执定。……若

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①应该

说，相对于“致良知”这一阳明思想的定法来说，王畿将“四句教”定位为阳明“未可执定”的权法也无

可非议。但问题在于，王畿所认定的阳明思想的定法并不是“致良知”，而是他在“天泉证道”时就已

经向阳明所提出来的“四无”，这就使原本只有在作为建构“致良知”思想的知性分析环节上才具有

合理性的“四无”说取代了“致良知”而成为阳明思想的终极宗旨了，这样一来，便造成了对阳明思想

的滑转。此后，王畿又在“四无”说的基础上，倡顿悟、轻践修，提出“现在良知”②。由此出发，遂引发

了王门后学空谈性理、以主观性的私心、私意为“良知”的“虚悬而荡”③的学术流弊。此后，也正是针

对这一王学流弊，刘宗周变王阳明的“良知”本体为“慎独”本体，目的就是以“慎独”④来对良知本体

的穷理的客观性予以强调和说明。但是，正如我在上一节中所说，阳明在生存论的立场上从宇宙实

体的明证性本心反思的前提下所确立起的“良知”本体本来就具有由宇宙内在形而上学实体意义上

的本体“天理”所规定和赋予的客观性，只是因为阳明弟子对其师思想没能充分把握和理解，所以才

会滋生出王学流弊。因此，从表面上看，刘宗周以“慎独”取代“致良知”是对王学流弊有意识地纠偏，

但实质上，这却从侧面反映出刘宗周对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三位一体性精神实质的把握也有其不够

圆融之处。因此，在涉及“四句教”与阳明后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时，刘宗周虽然一方面认为王畿的“四

无”说及由此引发的王学流弊的产生是因为这些阳明后学误解其师思想，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这些

误解的产生是源于“四句教”本身就存在“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⑤的问题。这一评价表明刘宗周

对“四句教”问题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对其进行知性分析层面、语言层面上的梳理与辨析，所以才会将

王畿“四无”说以及其后王学流弊产生的原因部分归结为“四句教”本身存在语言表述上的“择焉而

不精、语焉而不详”，这就未免主观化了，也没有抓住导致阳明后学思想偏离其师思想精神实质的真

正症结之所在。不仅是刘宗周，基本上所有旧时代学者由这一思想所引发的争论都存在上述问题。

因此，无论这些学者对于“四句教”的理解有何不同，在他们之间所展开的“四句教”问题之争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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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畿：《天泉证道记》，《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一，明万历十五年萧良干刻本。

王畿说：“至谓世间无有现成良知，良知非方死工夫断不能生，以此校勘世间虚见附和之辈，未必非对症之药。若必以现

在良知与尧舜不同，必待工夫修整而后可得，则未免于矫枉之过。”（王畿：《松源晤语》，《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二，明万历十五年

萧良干刻本。）他的这一说法，显然更接近佛教禅宗，却与儒家思想中通过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工夫去成人成圣的精神传统相

去渐远，并因此招至后世学者的批评，如黄宗羲就说：“阳明亡后，学者承袭口吻，浸失其真，以揣摩为妙悟，恣纵为乐地，情爱为

仁体，因循为自然，混同为归一。”（黄宗羲：《江右王门学案四》，《明儒学案》卷十九，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４５８ 页。）这主要就是针对自王畿“现在良知”说所引发的王学流弊而言的。

“虚悬而荡”一语取自牟宗三先生对自王畿思想而引发的王学流弊所做的评价。他说：“顺王龙溪之风格，可以引至‘虚

悬而荡’……然这是人病，并非法病。”（参见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９７ ２９８ 页。）
刘宗周的“慎独”本体观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本体观在内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一个本体是由不同内容和结

构层次所构成的规律系统观念，作为知识形态形而上学的“慎独”本体观，其精神实质依然也是一个本体论、认识论和修养论三

位一体的意义整体性。

黄宗羲转述其师刘宗周对“四句教”思想乃至阳明整体思想的评价：“先生以谓新建之流弊，亦新建之择焉而不精、语焉

而不详有以启之也。”（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 ２５３ ２５４ 页。）



上说都是一种缺少方法论原则作为真理性标准的意见之争。

三、有关“四句教”问题研究的方法论缺陷

对于“四句教”中所表达的“致良知”思想的三位一体性精神实质以及其在方法论原则问题上的合

理性，不仅处于争论漩涡中的旧时代学者们自己没有意识到从而导致了他们在“四句教”问题上共同的

理解缺陷，即便是一些在当代阳明学研究视野下进行“四句教”问题研究的学者们对此也没能充分把握。

这一点，在当代新儒家学者刘述先先生有关“四句教”思想的理论阐释观点中就有所体现。刘先生从

“内在”（经验层）与“超越”（形上层）同时兼顾的“两行之理”的理论预设来诠释“四句教”，认为“四句

教”表明了“阳明本人有内在一元论之倾向，故未发已发、寂感动静、致中致和都打成一片，无须强分内外

先后”①。但是，问题在于，假如按照刘先生对阳明思想的理解，“四句教”已经是“未发已发、寂感动静、

致中致和都打成一片”的“内在一元论”的意义整体了，那又何来“内在”与“超越”的经验层面与形上层

面之分呢？又何来“内在”中的“超越”呢？所以，在这里，刘先生以“内在一元论”和“两行之理”来诠释

“四句教”是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的，而这一矛盾产生的原因，则在于他所采取的“内在”（经验层）与“超

越”（形上层）二元对立的总体知性的认识论立场，这一总体知性的认识论立场和哲学思维方式并不能

使刘先生真正超越所谓的“内在”（经验层）与“超越”（形上层）的二元分裂意识进而建构起“未发已发、

寂感动静、致中致和都打成一片”的“内在一元论”思想。而且，在这样总体知性的立场上，无论是旧时

代学者关于“四句教”思想的不同阐释观点，抑或“四句教”这一具体观念本身，乃至三位一体性的“致良

知”思想，都被视为同一层面上的知性分析的具体观念而被加以理解。由此，刘先生便将只有在建构“致

良知”思想的知性分析环节上的具体观念才具有其合理性的“四句教”视为阳明思想的终极宗旨和最后

定见，并认为造成王畿、刘宗周对于“四句教“思想不同理解的原因是在于这二位学者的诠释都“偏离了

阳明在天泉证道时煞费苦心想要维持的中道”②这样一来，不仅没有抓住“四句教”问题之争中各位学者

产生理论偏失的根本性原因，而且也阳明思想中真正具有价值的核心理论资源———“致良知”思想在解

决“合理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观念何以可能”的“哲学问题”上的重要意义受到了遮蔽。

这一对建构“合理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观念何以可能”哲学问题的遮蔽，不仅体现在刘先生对阳

明“四句教”的理论阐释观点里，而且也体现在他建构自己的“全观”系统哲学思想时所无法克服的

理论困境中。刘先生借鉴卡西尔文化哲学的“功能统一性”及“规约原则”观点，以“宇宙乃一气流

通”作为理论前提，对宋明理学特别是其中的朱熹哲学思想中的“理一分殊”命题进行了吸收、改造和

现代诠释③，提出以“理一”（超越）与“分殊”（内在）同时兼顾的“两行之理”来诠释儒家哲学并最终

建构起自己汇通中西的系统哲学思想，从而为世界文化中存在的多元主义与一元主义的矛盾冲突提

供一个合理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观念上的解决之道。但是，程朱理学在心与理二元对立的知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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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述先：《论王阳明的最后定见》，《阳明学综论》，第 １３页。
刘述先说：“事实上四句教的确是阳明最后定见，绝无可疑。但四有、四无的说法则是龙溪所创，不见于阳明的文集与语录。

大概龙溪为了一贯，体悟到既然心意知物乃是一事，乃进一步倡四无之旨，以四有为权法；而蕺山为了对治龙溪之荡越，也同样为

了一贯，乃给四有以一种新的创造性诠释……这又造成了另一偏向，虽然也可以成一思路，却偏离了阳明在天泉证道时煞费苦心

想要维持的中道。”（《论王阳明的最后定见》，《阳明学综论》，第 １３页。）
刘述先认为，一方面，朱学“理一分殊”的命题中作为本质性、普遍性的“理一”对现代社会多元主义、虚无主义思想具有的规约

作用；但另一方面，朱学在“理”、“心”二分的哲学立场上所建立起的“理”本论观念“在内圣之学的根本体验上不免有一间之隔，未能鞭

辟入里，而又有支离之患。”（刘述先：《理一分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９４页。）因此，他致力于重新挖掘“理一分殊”命题
中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内涵，关于这一点，以往一些学者们进行过相关研究，比如姚才刚在评价刘述先的这一观点时就说：“刘述先不

不仅仅局限于从伦理道德或宇宙论的层面来理解‘理一分殊’，而是把它看成是一种广义的方法论原则。”（姚才刚：《理一分殊与儒学重

建———论刘述先新儒学的方法论原则》，《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 １期。）这一说法是十分准确的。



上所建构起来的以“理”为本体的观念，因其立场和前提的独断性，所以不能满足其所构建的形而上

学知识之为真理的明证性前提的要求，因此也就无法保证其所建构的“理”本论观念所具有的真理

性。而刘先生在建立自己的系统哲学思想时所依据的这一“理一分殊”的知性立场也同样是“理一”

（超越）与“分殊”（内在）知性二元对立的，是缺少明证性的，因此在程朱理学那里没有得以解决的建

构合理的“理”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观念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刘先生所建构的系统哲学思想中也依然

没能彻底解决。实际上，对于宋明理学中的各家各派来说，虽然这些学派分别有以“气”、“心”和

“理”为本的区别，但他们所建立的概念范畴体系都具有三位一体性的特征，区别只在于“心”、“理”、

“气”这三者由谁来统摄谁更具有合理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王阳明在生存论反思哲学立场上从天

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宇宙实体的明证性本心反思前提下所实现的以“心”统摄“理”和“气”的“心”、

“理”、“气”三位一体的“致良知”思想，因为满足了建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观念的明证性前提的要

求，无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经典范本。站在生存论①反思的哲学立场上，王阳明在天地万物

一体之仁的宇宙实体———“大人”的明证性②本心的反思前提下确立起的一个天道与人道、认识与修

养相统一的“致良知”本体，“良知”（作为本体）———“知行合一”———“致良知”（被把握、被实现着的

“良知”）就是这一“致良知”思想的逻辑结构。而王阳明在建构“致良知”思想时所采取的生存论反

思的哲学立场和方法，也是儒家哲学建立知识形态形而上学观念所采取的一般立场和方法。当中国

古代哲人以这样的生存论反思的哲学活动方式和立场去建立本体观念时，他往往不是抽象预设一个

本体，而是将本体建立于某种具有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确定性纯粹意识特征的中介物之中，进而

通过对这一明证性中介物的本质直观来把握和确证本体的客观实在性。但是，中国古代哲人建立本

体的方法又与胡塞尔不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人找到明证性中介物的方法不是采用知

性分析的认识论方法，而是在人的具体生存实践活动当中，将这一明证性中介物安放在人、人关系、

人、物关系中所形成的真实生命体验中去加以内省直观，从而以情感体验的真实性来反思和把握本

体的客观实在性。所以，从本质上说，这一建立本体的方法论原则和立场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

而是一种生存智慧，是对人如何实现其本质的实践理性问题的理解和阐明。而这正也是中国古代哲

学的高明之处。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通过这样的一个生存论反思的立场和方法为建立合理的知识

形态形而上学观念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基础，满足了构建形而上学知识之为真理的第一前提的明证

性的要求，从而为我们解决“合理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综上，“致良知”思想是王阳明站在生存论反思的哲学立场上，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宇宙实体

的明证性本心的反思前提下建立起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修养论三位一体的“致良知”本体的思想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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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生存论”一词，在不同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着不同理解。本文将“生存论”一词规定为以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

矛盾为操作本文，去反思人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和必要之理，从而建构起一个集本体论、认识论和修养论为一体的知识

形态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的这样一种哲学立场和方法。

当王阳明站在生存论反思的哲学立场上建构自己的“致良知”思想时，他实际上突出强调的是建构这一观念的哲学前

提———“本心”所具有的自明性特征，但他同时还需要对自明性“本心”所具有的客观普遍性加以说明，这样才能满足其所建构

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观念的第一哲学前提的明证性要求。但是，关于这一点，王阳明并没有突出强调，而是使其以文化前提的

形式内含于自己所构建的“致良知”哲学思想体系中。这一文化前提也即为先秦孔子所揭示的“忠恕之道”的方法论原则。在

孔子“忠恕之道”的方法论原则中，实质上已经阐明了王阳明所强调的自明性“本心”所具有的客观普遍性。所谓忠恕之道实

质上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肯定性环节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否定性环节的统一。“己欲”与“己所不

欲”，这都是可以为“我”所自明到的，这样一来，它也就是“我”施“我”欲，而在“我”施“我”欲的基础上又有“己欲立而立人，已

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从表面上看，这一出发点和前提都是我施我欲的私人性，但实际上，这里的“我”施

“我”欲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呈现的，是与他人之施、他人之欲同一的在“他”施“他”欲制约下的“我”施“我”欲。由此也就形

成了自明性的基础上“我”施“我”欲的客观性的保证，“我”思“我”欲也就转换成了“人”之施、“人”之欲，推而广之，就变成了

万物之施、万物之欲，再推而广之，就变成了天地之施、天地之欲。这样一来，在这样的忠恕之道原则基础之上确立起来的“我”

思“我”欲就由“我”的私人性变成了一个立足于人的自主性前提下的人性的普遍性意识，普遍性的人性真实性也自然是天道

本体、天理本体的真实性。这一“忠恕之道”的方法论原则为《大学》、《中庸》所进一步贯彻和继承，到了王阳明这里，便成为他

建立在生存论反思立场上的三位一体性“致良知”思想的直接出发点和文化前提。



性，而“四句教”则是欲说清这一思想整体性所需的认识上的知性分析逻辑环节。明确了这一点，不

仅可以为解决由“四句教”所引发的问题之争以及评价后世学者的思想得失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依

据，而且对把握阳明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内在逻辑和精神实质以及解决“合理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

何以可能”的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种对于阳明哲学思想中有一般方法论原则与具体观念

区分的理解是否可以在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形式中导引出来呢？我认为是不可以的。因为相对于西

学而言，中国哲学文化形式偏重于圣人之言、偏重于以感受统摄知识的一个生命原始统一性的完整

表达，这是中国哲学所长。但它同时也在思想的精细化、逻辑化和问题层次的不断深化等方面存在

着先天的所缺，由此便导致在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形式下，阳明哲学思想中这些深层次的文化资源很

难以“哲学问题”的形式出现，从而构成对他思想中的一些具体观念的前提追问。因此从这个角度上

说，把握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关键并不是重新发扬中国哲学的优长问题，而是应

该借鉴西方哲学的逻辑操作平台来进一步挖掘、开显出以阳明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文化中的

义理内涵，使感性的、高深的义理内涵成为可以被清晰呈现的道理。但是这样的一种向西学的逻辑

操作平台的借鉴，既不能预设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合理性的优先性也不能预设中国哲学对西方哲

学的合理性的优先性，同时也不能预设一个游离于中西等具体哲学形态之外的所谓一般哲学对中西

哲学的合理性的优先性。应该在中西哲学文化经验的历史交互比较中，尽量形成一个有关哲学的

“合理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观念何以可能”的“哲学问题”的逻辑理解，进而在这种逻辑理解的基础

之上，实现对阳明哲学思想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存在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精神实质的把握。

（责任编辑：杨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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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ｕｃｈ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ｉ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ｚｈｉｌｉａｎｇｚｈｉ 致良知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Ｏｎ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ｉｓ ｓｏｕｎｄ

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ｃａｎ ｗｅ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ｉｊｕｊｉａｏ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ａ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 Ｌｉｕ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ｓ：Ｈｏｗ ｃａｎ ｉｔ

ｂ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ｆｏｒｍ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ｎ ａ ｓｏｕ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ｉ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ｉｊｕｊｉａ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ｒｅ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ｏｎｅ；ｚｈｉｌｉａｎｇｚ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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